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再探: 德川幕府
体系的构建与崩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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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德川幕府体系是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与清代朝贡

体系共存的东亚早期地区秩序体系。幕府体系是典型的等级制体系，体

系结构使组成单位之间关系更加稳定，而合法性则赋予体系以秩序。德

川幕府体系的概念与幕藩体制、“大君外交体制”略有差异，而与 “双

头联邦国家”概念较为接近。德川幕府继承了织田、丰臣体系的部分

要素，但也构建了新的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并塑造合法性，从而完成体

系的制度化。19 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殖民扩张给幕府体系的

结构和合法性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使体系内部分单位的特征再次发

生了改变，最终单位的独立倾向和对合法性权威的争夺导致了幕府体系

的崩溃。

【关键词】 德川幕府 等级制 东亚秩序 国际体系 地区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认为国际体系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 West-

phalian System) 及其衍生体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巴里· 布

赞 ( Barry Buzan) 和理查德·利特尔 ( Ｒichard Little) 将这种对西方历史、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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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状态、主权国家与单一行为体的偏好称为 “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 ( West-

phalian Straightjacket) 。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

历史视角，因此既无法解释区域性早期国际体系，也不能解决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中的重要问题。① 如果只局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大国关系研究而不关心世

界其他地区的命运也很难在当今得出有现实意义的结论，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经

济和文明才应是我们理解以政治为核心的 “世界”的知识来源。② 只有把世界历

史特别是非西方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研究

提供新的方法与理论工具。

布赞和利特尔认为在 1500 年后逐渐形成的全球性国际体系在 19 世纪中期完

成闭合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着分离的区域性早期国际体系，③ 如东亚地区的朝贡

体系。④ 但是古代东亚国际政治并不局限于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本身也不足以

说明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全部形态”。⑤ 本文认为从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东亚

地区除了清代朝贡体系外，还同时存在着德川幕府体系。⑥ 对德川幕府体系的研

究有利于归纳东亚历史经验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非西方化与多元化，特别是有

助于阐释 19 世纪末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冲击和

中日两国的不同应对。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界定德川幕府体系

的概念并辨析三个相似概念; 第二部分考察德川幕府体系的两个前身织田和丰臣

体系的结构、制度安排与合法性塑造;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从权力结构与合

法性的维度回顾德川幕府体系的构建与崩溃过程并论述其因果机制; 最后在结论

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性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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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一) 国际体系的界定

国际体系是指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诸多单位的最大聚合体，而单位是指

“能够有意识地进行决策的行为体”，并且具有固定的领土和等级结构的制度。①

国际体系也并不总是无政府状态的，罗伯特·吉尔平 ( Ｒobert Gilpin) 首先提出

古代世界历史中存在着一种由帝国或霸权控制的国际体系，这种帝国体系是

“一元化和整齐划一”的，即等级制的。② 莫恩斯·拉尔森 ( Mogens Larsen) 则

认为“帝国可定义为超国家的政治控制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可以是城邦国家

或领土国家”。③ 查尔斯·蒂利 ( Charles Tilly) 认为国家是 “在确定的版图内有

优先于其他组织的绝对权力的强制性组织”，而且 “国家只有实现有规律互动，

且互动达到影响各国行为的程度，才能够成为体系”。④ 德川幕府体系中的各单

位———如“藩”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垄断了对内暴力使用权和征税

权，⑤ 并且能够以有意识的互动来影响彼此。

布赞和利特尔认为完全国际体系存在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互

动。⑥ 但是日本与清代朝贡体系之间、清帝国与德川幕府体系之间并不包含以上

全部领域内的互动关系。因为体系之间的范围主要由互动能力所划定，体系的规

模也由互动所发生的范围来限定，完全国际体系有着某种边界可以使得军事—政

治互动终止或消失。如德川幕府通过萨摩藩、对马藩和长崎港与清代朝贡体系维

持着经济贸易互动，但是德川幕府与清朝之间并无直接的军事—政治互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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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彼此不能造成军事威胁的国家，就不能构成国际体系”。① 直到 1862 年幕府派

遣千岁丸号访问上海，德川幕府与清帝国才恢复官方往来。② 所以德川幕府体系

应当被看作是独立于清代朝贡体系的早期区域秩序体系，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也从来不是清代朝贡体系的组成单位。③

尽管幕府体系应当被看作是独立于清代朝贡体系的区域性早期区域秩序体

系，但是德川幕府和清帝国作为单位也可以被看作是以彼此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

外围参与者，因为西方列强对清朝的侵略带来的紧迫感激化了各藩与幕府在涉外

问题上的矛盾，④ 而明治维新后日本殖民扩张所引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导致了清代

朝贡体系的瓦解。⑤ 最终在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性国际体系扩展

到东亚所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德川幕府体系和清代朝贡体系陆续摧毁: 清代

朝贡体系逐渐衰落直至体系无法支撑有效互动，而德川幕府体系的所有单位则消

融在单一的新主权国家之中。

(二) 等级制国际体系的结构与合法性

新现实主义者关注于结构的无政府状态，因而往往忽视对等级制体系的考

察。与肯尼思·华尔兹 ( Kenneth Waltz) 将无政府体系的 “外部”与等级制体

系的“内部”机械式划分相比，亚当·沃森 ( Adam Watson) 认为一个国际体系

的组织结构处于绝对独立 ( 无政府状态) 与绝对帝国 ( 等级制) 之间的频谱上

的某个位置。沃森将这个频谱比喻成一个钟摆 ( 如图 1 所示) ，无政府状态与帝

国秩序分列钟摆的两端，体系中的变革力量和其他因素会带动体系处于其中的中

间区域 ( 下文简称“沃森钟摆”) 。⑥ 自 1467 年 “应仁之乱”起的战国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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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868 年德川幕府体系的崩溃，日本社会在从无政府体系向帝国体系演进的过

程中摇摆。

图 1 沃森的简化版钟摆模型

资料来源: 亚当·沃森: 《国际社会的演进》，2009 年重印本导言第 27 页。

沃森认为帝国都是联合体，对单位的控制呈现出辐射状的同心圆式排列，如

图 2 所示，其结构一般有以下几个部分: ( 1 ) 同心圆的核心是帝国直接控制的

核心地区; ( 2) 向外是拥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间接统治单位; ( 3) 接着是霸权

控制地区，帝国仅能控制或影响其对外关系; ( 4 ) 最外是体系以外的地区，但

是仍然与体系存在利益和压力互动。各层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帝国对各单位的

控制能力和体系一体化程度从内向外越来越弱。① 无论是清代朝贡体系还是德川

幕府体系，其单位都呈这样的等级制同心圆式排列: 滨下武志将朝贡体系由内而

外分别称为: 中央、地方、土司和藩部、朝贡、互市。② 本文中德川幕府体系由

内而外则分别称为: 天领 ( 幕府直辖地) 、藩 ( 又可细分为亲藩、谱代、外样) 、

附庸 ( 琉球) 和互市 ( 虾夷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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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沃森的帝国体系模型

资料来源: 亚当·沃森: 《国际社会的演进》，2009 年重印本导言第 25 页。

帝国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合法性来维系秩序。因为体系与单位、单位与单位之

间不是纯粹物质间的组合，还包含了主体间的社会建构。康灿雄 ( David

C. Kang) 认为“古代东亚的等级体系主要源于文化社会方面的利益交换而非现

实物质因素”。①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

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维持权力和合法性的平衡是政治韬略之本。②

沃森认为帝国或霸权可以通过赋予其权力以合法性来将社会变得更紧密，合法性

也可以将体系的变化控制在规则范围内，使其在体系频谱上的位置更加稳定。③

可见合法性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降低帝国核心对其他单位的统治成本。体系的合

法性是一种规范，规范也有助于使行为体的等级秩序化。④ 奥特弗利德·赫费

( Otfried Haffe) 认为“在一个现存的社会体系中，合法化是通过遵循有关规范而

实现的”。⑤ 费正清 ( John Fairbank) 等人认为皇帝通过外部朝贡能给其统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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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合法性，① 同时藩国自身的合法性也需要中国皇帝的册封来提供。② 尽管吕振

纲将合法性分为内部 ( 中国 “国内”) 和外部 ( 朝贡体系内) ，③ 但是帝制中国

对于世界的理解没有内外的区分，如果皇帝的最高权威得不到外部的承认，那么

其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也将遭到挑战。④ 因此尽管等级制国际体系的主权是可以分

割的，⑤ 但是单位的合法性来源不可分割，帝国秩序中的 “国内”和 “国际”

政治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

(三) 相似概念的辨析

我们有必要对三个和幕府体系十分接近的概念予以辨析，即古岛敏雄提出的

幕藩体制、中村荣孝提出“大君外交体制”和三谷博提出的“双头联邦国家”。

幕藩体制的主要特征是: 政治上以幕府为核心、以藩为支柱; 经济上以石高

制为分封原则; 社会制度以身份等级制为核心; 对外政策是锁国制。⑥ 古岛敏雄

认为幕藩体制初始于 16 世纪末的织丰时代 ( 即安土桃山时代) ，⑦ 但幕藩体制的

各项制度在第三任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时期才得以完成制度化。⑧ 自 1953 年古岛

敏雄提出幕藩体制以来该概念就被不断进行完善，⑨ 但是这些修正还是对江户时

代日本社会的概括性描述。无论哪种幕藩体制的概念都忽视了幕府与琉球王国、

虾夷地阿依努人之间的互动。

中村荣孝提出的“大君外交体制”被认为是围绕着幕府将军，即 “日本国

大君”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瑏瑠 “通信限于朝鲜、琉球; 贸易限于中国、荷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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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概拒绝”。① 作为对“大君外交体制”的修正，铃木胜吾提出德川幕府治下

的日本再造了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作为对中华朝贡体系的对抗。② 虽

然德川幕府的确有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体系性的设想、设计与尝试，但实际上仅

局限于通信和贸易层面 ( 通过对马藩与朝鲜通商、通过萨摩藩控制琉球王国的

朝贡贸易) ，与丰臣政权妄图挑战华夷秩序的行为有所不同。丰臣秀吉侵朝有其

个人野心、国内统治压力、贸易利益、武士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等多种主客观

原因，而德川幕府仅有对贸易利益的考虑，清朝中国和朝鲜也并没有认可幕府的

这种尝试。陈景彦也指出了幕府的锁国政策与 “大君外交体制”所谓新的 “以

日本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说法产生了矛盾， “大君外交体制”只是徒有其名。③

“大君外交体制”也忽略了幕府体系中各单位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无法解释幕府

末期各藩重新获得外交权的过程。

三谷博提出的“双头联邦国家”概念最接近本文提出的德川幕府体系。他

认为抛开儒家意识形态君臣伦理的话，禁里 ( 天皇) 是与公仪 ( 将军) 对等的

“国家”。再加之禁里的公卿大臣和将军麾下的各藩、旗本及其家臣，构建了德

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实质上的 “联邦制国家”。幕府时期的政治与社会是二位一

体的，“联邦制国家”同时也是 “家族制国家”，天皇和将军分别为各自 “家”

的大家长，统治阶级武士阶层又作为 “家族制国家”的 “家中” ( 上层) ，而百

姓、町人处于下层。④

无论是关注日本社会的幕藩体制还是关注外交秩序的 “大君外交体制”都

只能部分描绘幕府时期日本的政治秩序，是对所谓“内部”“外部”事务的粗暴

划分，二者更无法解释体系的合法性来源。“双头联邦国家”理论论述了权力结

构和合法性的关系，但是缺乏对幕府与琉球、虾夷关系的论述，史学界对于幕府

时期日琉、日朝关系也仍有争论。琉球有其特殊性，但仅为个案只存在于特定时

期，其与幕府的关系将于下文进行描述。

综上所述，对既有文献的回顾首先阐述了超越 “国内”和 “国际”事务二

分法的意义。其次，明确了德川幕府体系的性质和范围。再次，树立了本文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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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即结构和合法性是维持德川幕府体系运行的两个关键因素，因为合法性

是权力的源泉，① 而权力结构是规范的基础并推动着规范的形成与内化。② 最后，

对相似概念的辨析有助于完善本文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

二 织田—丰臣体系的遗产

国际体系之间存在延续性，体系可以从其前身那里继承并改造单位关系的组

织方式。③ 德川幕府体系从其前身———被合称为“织丰政权”的织田信长和丰臣

秀吉统治时期的体系上继承了部分结构设计、制度安排和对体系合法性的塑造。

(一) 织田体系的构建

1467 年“应仁之乱”爆发后，室町幕府衰微，各地诸侯群雄并起，日本进

入了战国时代。连年战乱使得地头庄官摆脱贵族控制，并与本地武士阶层结合形

成了国人领主制。④ 守护大名⑤要么选择与本地的国人领主们凭借血缘姻亲相结

合并建立主从关系转化为战国大名，要么只能接受被守护代和其他武士集团

“下克上”取而代之的命运。

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日本战国时代中，各大名政权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取

代了以往家族内部、家族之间的斗争成为了体系内部的主要矛盾。吉尔平认为

时代变革的主要机制一直是战争，⑥ 在无政府状态的体系中单位结构发生了改

变，社会化和竞争产生了权力更加集中、资源汲取能力更强、更能适应战争的类

似单位———战国大名政权。主导单位本质的变化使得新型单位增加权力从而将其

内在动力释放到了国际体系中。⑦ 尽管华尔兹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会维持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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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但是体系中的最强大单位仍然可以依靠许田波所言的 “自强型改革”

和各个击破策略的进攻性大战略来克服制衡逻辑中的均势和扩张成本的增

加，① 从而推动体系的统一。织田信长的快速崛起首先得益于其 “自强型改

革”: 在经济领域施行自由贸易政策并统一货币与度量衡; ② 在军事领域实施兵

农分离政策，将足轻③阶层职业化，从而培养大规模步兵军团化作战能力并组建

常备火枪部队。

织田氏的军队每到一地，便消灭当地旧的统治单位，包括残存的庄园、国人

领地和寺社势力，将一个地区中相互重叠的统治权打碎整合形成 “一职支配权”

制度，以国或者郡为单位赋予直属家臣或本地国人以建立新的主从关系，这使得

处于基层的小领主也成为信长的直臣，使权力集中于信长。信长通过战争 “摧

毁封建的、分割的权威，通过暴力手段的垄断化、税收全国化和行政机构的官僚

化来尝试创造一个中央集权的、理性的权威”。④

1582 年 3 月，织田氏消灭武田氏、猛攻毛利氏，掌握了全国六十六个律令

国中的二十二个，⑤ 且在多条战线同时出击。为了统一战争最后阶段的集团化作

战需要，信长将由小领主组成的 “与力”组织到由各重臣领导的军团当中。⑥ 尽

管军团长与“与力”之间没有主从关系，但这样的组织方式使军团长的权力膨

胀，致使结构失衡。此时织田体系的权力结构的核心是织田信长及其继承人信忠

的直辖军团; 处于第二级的是由美浓、尾张国出身的重臣们领导的各军团，其地

理上的分布和进攻方向大体如图 3 所示; 第三级是织田氏的其他臣属和扈从盟

友，他们作为辅助力量配合各大军团作战，如德川家康。最外层的其他大名则都

是待征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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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582 年 5 月织田政权各军团与周边大名相对位置简图

霸权以合法化的方式崛起可以减小来自体系的阻力。① 早期织田体系的合法

性依附于室町幕府体系之中，织田信长以幕府的名义征伐反对者。同时，信长与

幕府的合法性来源———天皇与朝廷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信长不断向朝廷献上钱

粮，恢复天皇与贵族的庄园。天皇也知恩图报，为信长出征祈求胜利并调停处于

下风的信长与其他大名议和。但是自 1573 年 7 月足利义昭被信长流放、室町幕

府灭亡后信长与天皇、朝廷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同年 12 月信长提出天皇应让位

于太子诚仁亲王; 1579 年 11 月，信长强行将诚仁亲王迁居二条御所; 1581 年 2

月、3 月，信长率领军队于京都举行名为 “御马揃”的盛大阅兵式，炫耀军

威，② 同年 7 月，信长于安土城兴建总见寺，将诸国神佛之像运往此处，并声称

“世上别无神明……自己是地上唯一值得崇拜之物，要求家臣只能崇拜信长，不

得崇拜其他偶像”。③ 信长的目的在于神化自己以创造新的秩序，④ 集世俗与宗教

的权威于一身。

综上所述，无论是幕府还是天皇都是信长利用的工具，他企图以绝对的武

力来构建新的合法性权威; 其权力结构的缺陷在于军团长的权力过于强大而无

以约束，简单的制度安排仅系于各领主对信长本人的忠诚。合法性的缺失与结

构的失衡导致了信长的最终失败。1582 年 6 月 2 日，曾为幕府旧臣的明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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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发起叛乱，信长殒命本能寺、信忠战死二条城，织田信长的统一事业戛然

而止。

(二) 丰臣体系的构建

作为织田体系中军团长之一的羽柴秀吉在信长和信忠死后，迅速从前线回军

击败明智光秀。与信长在羽翼未丰满时借助室町幕府作为合法性来源一样，秀吉

也借用织田氏的名义，采取分化拉拢和各个击破的手段击败了竞争者们。1585

年 7 月秀吉就任关白; 1586 年 9 月天皇赐姓秀吉丰臣氏; 1590 年丰臣秀吉集全

国大名之力攻克小田原城，消灭后北条氏，完成统一。秀吉于 1585 年、1587 年

两次颁布《总无事令》，要求全国大名不得私斗，纠纷全由丰臣秀吉处理，确立

了体系内各单位互动的基本规范。

丰臣体系在织田体系的基础上继续消灭 “中间阶层”，致力于建立垂直的封

建体系。1583—1598 年通过“太阁检地”直接丈量土地，以石高制替代贯高制，

剥夺在地领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农民被大名领主直接支配，① 彻底消灭国人领主

制。秀吉又以领地石高为依据重新将土地授予大名，建立新的主从关系和军役体

系，并以个人意志对大名进行改易，② 重新组织体系的权力结构。③

丰臣秀吉也模仿织田信长将自己神格化。就任关白后，秀吉自称是正亲町天

皇私生子，④ 在与朝鲜国王、“高山国”、葡萄牙印度总督的信函中则自称是 “日

轮之子”。⑤ 但是与信长试图以武力另立新的合法性权威不同，出身卑微的秀吉

由于亲族、谱代⑥过于稀少，因此选择将合法性直接依附于天皇和朝廷官职系

统，建立了独特的武家关白制以超越织田体系。秀吉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

白 ( 1591 年后称“太阁”) 居于体系的顶端，被称为 “太阁藏入地”的直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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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98 年有 198 万石，约占日本总石数的 11%。① 而后依据实力、威望和亲疏

关系授予大名不同的朝廷官职。②

丰臣秀吉的亲族和谱代过少导致体系核心缺乏足够的实力。1591 年秀吉之

弟丰臣秀长去世，1595 年秀吉又命令自己的外甥关白丰臣秀次剖腹，这两次事

件进一步破坏了丰臣体系核心的稳定性。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武士阶层对权力

和利益分配的不满、丰臣秀吉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对东亚地区贸易利益的觊觎导致
1592 年、1597 年丰臣秀吉两次出兵侵略朝鲜，试图直接挑战明代朝贡体系以提

高体系的合法性并增加权力和威望。③ 然而明朝的参战使日军损失惨重，丰臣嫡

系大名实力被削弱、派系矛盾愈发尖锐，“给予了关白权力实质上的挫折”。④ 这

也警醒了日后的德川幕府如果试图挑战华夷秩序的话，其成本之高很可能会动摇

本家族对日本的统治根基。

丰臣秀吉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征服和转封全部大名，所以他更愿意使用分

化而不是摧毁的手段。⑤ 其晚年设置临时性的制度安排 “五大老·五奉行制”，

试图使丰臣直臣与大名之间形成均势直到其子秀赖成年。五大老包括以德川家康

为首的体系中实力最强大和最受秀吉信赖的五位大名。五奉行制度则体现出体系

中部分单位出现了初级的功能分化、呈现出不同的功能要素。秀吉任关白后，分

封自己的谱代为大名以牵制旧织田体系的诸大名，其中一些大名从事专门的文职

行政工作，即奉行。奉行官位一般很低通常只是诸大夫成，但权力极大。⑥ 然而

由于丰臣体系过于短暂，功能分化也就没有完成制度化。

从日本战国时代到织丰政权，体系内的单位发生了结构分化，即从国人领

主、守护大名到战国大名的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初级的功能分化。布赞和利特尔

认为主导单位结构的变化代表着国际体系中最根本的转移，而不是等级制和无政

府状态之间的转化，是主导单位的本质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倾向是无政府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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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的。① 结构的分化促使沃森钟摆从战国时代的无政府状态摇摆到德川幕府的

等级制体系。

三 德川幕府体系的构建

1598 年丰臣秀吉去世，体系核心的权威缺失导致单元之间的冲突失去约束，

德川家康抓住机会逐个铲除对手，并于 1600 年的关原之战中击败了石田三成率

领的反德川联军。战争的胜败不仅是一次重大利益重新瓜分的行为，更是一次确

立排序的行为。② 与织田信长借用室町幕府、丰臣秀吉借助织田政权的合法性一

样，德川家康在胜利后也仍然依托丰臣政权的合法性，以丰臣氏家老的身份改易

战败大名，用他们的领地和“太阁藏入地”加封自己阵营的大名，“使所有大名

与家康结为‘御恩’与‘忠节’的主从关系”。③ 1603 年朝廷封德川家康为征夷

大将军，江户幕府建立。1615 年幕府发动大阪夏之阵消灭丰臣氏，结束了双重

体制的隐患。

(一) 德川幕府体系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

织田和丰臣体系的存在都过于短暂，单位运行规则没有完全制度化以获得价

值观和稳定性。④ 而德川幕府持续了 256 年，其统治已形成了一种结构性领导

权，这涉及物质能力的基本分配并赋予处于领导地位的单位一种指导政治秩序的

基本架构的能力。⑤ 幕府作为体系内最强大的单位为体系制定规则，使各单位之

间的差异合法化。⑥ 1615 年颁布的《一国一城令》，要求各大名在各令制国内只

可保留一个城池作为居城，这极大地削弱了各藩的军事力量。同年颁布的 《武

家诸法度》成为幕府体系各单位共同遵守的成文规则。⑦

德川幕府体系的结构呈典型的等级制内心圆，位于核心位置的是幕府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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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即“天领”，约有六百八十万石，① 其中的一部分被分封给幕府的直属武士

旗本和御家人。② 幕府还效仿织丰政权，对江户、大阪、京都、长崎等大都市和

商港以及金银矿山进行直辖，垄断了经济命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幕府保

持对体系内其他单位统治的基础。处于被间接统治地位的是各藩，约有 250—

300 家，③ 各藩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藩按照亲疏关系分为三大类: 亲藩、谱代与

外样。亲藩藩主都是德川氏或松平氏，他们是德川家康的子嗣后代或其他旁支，

其领地大多位于交通要冲和富庶之地以拱卫幕府。亲藩中的 “御三家”和 “御

三卿”在将军宗家绝嗣时享有继承权，但被禁止参与幕政直至幕末。谱代多为

关原之战前家康的直属家臣，战后他们被分封在全国各地以牵制外样大名。谱代

有资格参与幕政、担任要职，其功能与丰臣体系中的奉行们相当，单位的功能分

化由此开始制度化。外样是曾与织田、丰臣缔结主从关系的大名，德川幕府并无

实力一举铲除他们的独立政权，只能将他们转封至偏远地区。外样大名也同样被

排出幕政直至幕末。等级制体系中不仅存在实力的差异，还存在排列差异。作为

无法参与幕政的补偿，外样中的一些强藩被授予较高的官职以示在等级制体系中

较高的身份。同时幕府还依靠 “殿席制”在重大节日的座次和仪式流程上对各

藩进行身份地位的排列，反映了各藩与幕府的亲疏关系和实力对比。④

幕府通过三种途径控制和削弱被间接统治的各藩，即参觐交代、普请和摊派

军役。参觐交代制度要求大名每隔一年在江户及领国交替居住，回到领国时还要

在江户留下妻儿作为人质。⑤ 各藩的收入约五到八成，都用于参觐交代。⑥ 普请

是指幕府命令各藩参与城池以及水利工程的建设并承担所需费用。长州藩从

1606 年到 1620 年间先后 7 次参与普清，财力消耗巨大，到 1623 年负债已达白银

4000 贯。⑦ 而提供军役是武士阶层的重要义务，1649 年的 《庆安军役令》对各

藩摊派的军役人数做出了极其详细的规定。作为和平时期军役的替代，各藩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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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幕府委派的各种任务所需要的兵力。参觐交代、谱请和军役中藩国的开支都

依据“太阁检地”后施行的石高制决定。但实际上各藩因为检地误差、遗漏、

瞒报等原因出现了实际石高往往高于表面石高的情况。① 故各藩竞相暗中进行开

拓与改革以提高实力。

幕府体系在南北两端分别有两个非常模糊的地理边界，即控制力较弱的琉球

王国和虾夷地。琉球和虾夷地通常不被认为是幕藩体制的一部分，但也不是明确

的外国领土。1589 年丰臣秀吉要求琉球王臣服并为其侵略朝鲜提供兵粮，作为

明朝朝贡国的琉球断然拒绝并向明朝通报日本的动向; 1609 年德川幕府命令萨

摩藩入侵琉球并将琉球王带回日本拜见德川家康和秀忠; 1611 年 9 月琉球王宣

誓服从，萨摩藩派遣藩吏常驻琉球干涉其内政; ② 从 1634 年到 1806 年，琉球王

共遣使 15 次以确认萨摩藩和幕府的宗主权。③ 但实际上，琉球仍然先后维持着

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保持着“一国两属”的特殊状态，幕府因此得以通过琉球

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幕府对虾夷地的控制力比琉球更弱，1604 年幕府承认松前

藩对渡岛半岛的统治，允许其控制与阿伊努人的贸易，但松前藩并不统治过着渔

猎生活的阿伊努人。自 1804 年起俄罗斯不断袭击在北海道岛北部、千岛群岛的

日本人定居点，迫使 1807 年幕府向虾夷派兵以加强控制。④ 至于对朝关系，德

川幕府收敛起了挑战华夷秩序的野心，开始希望恢复与朝鲜的贸易关系。具体而

言，1600 年德川家康派遣对马藩主宗义智出使朝鲜并于 1603 年送还朝鲜俘虏。

1609 年与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邦交并重新开放在釜山的倭馆，幕府开始

依靠对马藩恢复与朝鲜的贸易往来。

从 1615 年“元和偃武”到 1864 年第一次长洲征伐之间的二百余年并无藩国

叛乱，组织的寿命可以用来衡量该组织的适应力，⑤ 可见德川幕府体系的结构和

制度安排总体上运行稳定，各藩接受幕府的统治也是因为等级体系提供了秩序这

种公共产品。但是等级制国际体系包含着自己崩溃的种子，因为它在疆域内缺乏

751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再探: 德川幕府体系的构建与崩溃

①

②

③

④

⑤

如长州藩表高 36 万石、实高 89 万石。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日本学》 ( 第六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 页。
佐藤三郎: 《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 79 页。
詹姆斯·麦克莱恩: 《日本史 ( 1600—2000) 》，第 43 页。
詹姆斯·麦克莱恩: 《日本史 ( 1600—2000) 》，第 64、272 页。
William H. Starbuck，“Organiz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in James G. March，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Chicago: Ｒand McNally，1965，p. 453.



完全的政治主导。① 幕府作为体系内最强大的单位只与部分次要单位分享权力，

强藩对权力与地位不匹配的不满始终是隐患。

(二) 德川幕府体系的合法性

等级制的维持主要来自可接受性与合法性，这关系到集体规范和观念的形

成，② 因为物质离开主体存有的观念和主体间互动是没有意义的。国际秩序的合

法性塑造了角色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因果机制。③ 德川幕府体系的合法性有三大来

源: 天皇、宗教、儒学。新渡户稻造也认为佛教、神道和儒学构成了武士道的起

源。④ 作为权威的天皇、神化的德川家康以及儒家朱子学共同塑造了体系的意识

形态，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主观意图去论证争取某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⑤

神道对祖先的崇拜使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元祖，在幕末天皇被视为宗教

与道德的化身、政权正统的源泉。⑥ 德川氏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幕府是

在尊皇命、顺天意的名义下被册封从而取代丰臣氏武家关白体制的，更何况

“武家栋梁”源平二氏皆为天皇血脉。天皇和朝廷需要幕府的武力维护自身的权

威，幕府则需要天皇的权威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如 1620 年后水尾天皇迎娶二

代将军德川秀忠之女，而后历代将军的正妻都来自皇室或朝廷上层贵族直至幕

末。⑦ 建构主义认为习惯就是规范，法理规范具有强大的约束行为的作用，⑧ 保

留天皇就是一种日本社会的传统或者说是习惯，即 “天下之士，始知王室之可

尊，僭窃之可恶，而神器之不可觊觎也”。⑨ 天皇对武士阶层也有着宗教、血统

观念、官职礼仪、文化意识的特殊价值观念。瑏瑠 但幕府也处处限制天皇和朝廷，

如 1615 年 7 月颁布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了天皇的职责，特别是天皇不

经幕府的同意不得授予大名官职。这是首次以武士为立法者对天皇制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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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皇和朝廷彻底剥离于政治。

奈良时代中期诞生的 “神佛习合”中的 “本地垂迹”理论在平安时代中期

将天照大神与大日如来融为一体，即 “神与佛其名异而其趣一者”。① 德川家康

在给葡萄牙驻果阿总督的信中表示: “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始自日本肇国，

佛即神，神亦佛，两者同一。固君臣忠义之道，坚守国家统一……仁义礼智信之

理，亦皆含于神之中”。② 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在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神化自己

不同，德川家康在死后才被神化。1617 年，朝廷赐封家康为“东照大权现”，使

其被奉为神灵。家康既是 “神君”，又是佛的化身、东方的照明者，③ 即 “今之

天下，为天照大神之御意及朝廷所委任，由东照神御祖命传大将军家天下之政于

世。其政又分为一国 、一郡而委托于各大名。”④

儒家学说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家庭关系的扩展与延伸，在和平年代

有利于政权的稳定。⑤ 幕府特别推崇儒学中的朱子学作为等级制的合法性基础。在

对丰臣氏发动大阪之战前，德川家康曾与朱子学者林罗山探讨“汤武放伐”，⑥ 为

其军事行动寻求合法性。朱子学的等级观念和尊卑伦理道德是佛教和神道教无法替

代的，朱子学用“有德者王”的德治主义削弱“万古不易”的天皇权威; 用“君

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⑦ 的纲常明确体系中的幕藩关系，最终克服了战国时代盛

行的“下克上”价值观。但是朱子学伦理中强调上下尊卑无疑使天皇与幕府将军

的君臣关系出现了悖论，如 1788年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向将军写道: “况六十余州为

禁廷所托，片刻亦不可思之为己物。将军者，以治天下为职分养生以保无疆之寿，

永治天下，以尽心于勤皇天及禁廷、孝祖先”。⑧ 特别是在水户藩诞生的水户学融

合了儒学、国学和神道，通过对 《大日本史》的编纂强调 《春秋》的 “大义名

分”，蕴含着尊王 ( 皇) 的思想。可见朱子学派“尊主君”的价值判断高于“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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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现实不被幕府认可，但却在礼法中存在逻辑矛盾。① 山鹿素行、熊泽藩

山、栗山潜锋、本居宣长等学者也强化了神国与皇统的关联性和优越性。② 朱子学

孕育出的水户学为幕末尊王攘夷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动力。

与推崇神佛、儒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幕府对基督教的打压。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末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日本推进 “商贸一体”活动让许多大名允许基

督教会传教甚至直接皈依基督教。战国时期日本基督教徒在鼎盛时约 75 万人，

约占总人口的 4%。③ 织田信长也鼓励传教士在领地内建设教堂传教，以此破坏

势力庞大的寺社势力根基，至 1583 年耶稣会在京畿地区已拥有教堂近 20 所。④

但是日本从无政府状态逐渐走向了等级制体系，从乱世走向和平，基督教的利用

价值也就降低了，幕府开始对不受结构和合法性约束的强大社会力量———教会组

织展开清算。从 1616 年起幕府不断地发布禁教令，在镇压了有 3. 7 万民众参与

的基督教农民起义“岛原之乱”后强制命令诸大名弃教。而锁国令则从 1633 年

到 1639 年下达过五次，最终幕府以罗马天主教会暗中煽动 “岛原之乱”为由，

禁止西班牙、葡萄牙船来日，⑤ 以不热衷传教的新教国家荷兰作为通商的替代。

亦有学者认为锁国令的颁布才标志着幕藩体制的最终形成。⑥ 无论是朝鲜、琉球

还是阿伊努人都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对整个体系造成冲击，因此幕府可以放心地

授予对马藩、萨摩藩和松前藩外贸权，而 “锁国”是对日本与中国、西方国家

的外贸权和体系开放性的垄断，断绝了外样大名通过海外贸易增长实力和基督教

侵蚀体系合法性的可能。

四 德川幕府体系的崩溃

幕府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外部压力给予体系结构和合法性以巨大的冲

击，激化了单位之间的权力竞争与合法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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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给日本敲响了警钟。1844 年，荷兰国王给幕府

发来国书，希望日本重视西方各国的通商要求。① 1845 年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听从

了福井藩主松平庆永 ( 亲藩) 和萨摩藩主岛津齐彬 ( 外样) 等人的意见，任命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 ( 亲藩·御三家) 为海防机构 “海防挂参与”并放宽参觐交

代制度，开启了亲藩和外样介入幕政的先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幕府的权威和国

家统治能力。② 1846 年，朝廷向幕府下达 “命令书”要求加强海防，这是朝廷

公开过问政治的前兆，体系的制度安排出现了松动。

面对紧迫的外来威胁，幕府选择与次要单位分享更多权力以提高灵活性并增

强幕府的权威。1853 年美国舰队司令马休·佩里 ( Matthew Perry) 来航递交国

书，要求日本开放门户。开国事关重大，幕府希望利用天皇和朝廷的合法性来开

脱责任，又希望拉拢强藩以加强幕府的实力和权威，共同应对体系外部的威胁。

因此阿部让各藩传阅美国国书并咨询意见，还向天皇与朝廷上奏美国国书一事。

1856 年幕府将军又与强藩萨摩藩联姻。幕府的上述行动实质上完全解除了 《武

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对亲藩与外样参与幕政、天皇与朝廷参与

国政的限制。1858 年幕府希望取得天皇对通商条约的敕许，以借助天皇的权威

和合法性来压制攘夷派大名，却反而接到 “犹应由将军饬令三家以下诸大名众

议后再奏”的指令。③ 幕府利用天皇和各藩的后果就是强藩欲借天皇的合法性对

抗幕府以加强自身的独立性，而天皇和朝廷在政治事务上的觉醒也发现了自身的

重要性，欲借强藩压制幕府收回权力。同时争夺权力的各单位仍然受到了等级制

体系的束缚，单位不仅要获得实力排序中的优势地位，还要通过获取合法性让自

身的优势地位在体系内得到广泛的认可，由此幕府和各强藩展开了对天皇和朝廷

支持的争夺。体系内单位的独立欲望复苏，沃森钟摆开始从帝国秩序向无政府秩

序摇摆，体系面临着权力和权威重新分配的挑战。

体系仍然存在的等级性和地位的差异很容易使一些强藩试图通过各种斗争在

体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矛盾首先在谱代和亲藩、开国派与攘夷派之间爆发。

1858 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没有取得天皇敕许的情况下签订终结锁国体制的安

政五国条约，并决定由纪州藩主德川家茂出继为将军。拥立一桥藩主德川庆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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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指责签署条约和将军继嗣均属违敕。井伊采取高压手段镇压一桥派，史称

“安政大狱”。1860 年 3 月 24 日，以水户藩为主的武士刺杀井伊，标志着尊王攘

夷 ( 以下简称“尊攘”) 运动的开始。尊攘理论形成于 19 世纪 20 年代，“尊王”

号召使天皇成为效忠的中心，让强藩大名分享决策权，① “攘夷”则指驱逐外国

势力。1860—1864 年，长州藩炮击外国船舰、萨摩藩生麦事件、熊本藩 “天诛

组”举兵、福冈藩生野之变、水户藩天狗党之乱等挑衅、杀害外国人的事件和

武士暴动层出不穷。幕府应对尊攘运动的方法是推出 “公武合体”政策，1862

年幕府与皇室联姻，广泛邀请朝廷公卿、强藩参与幕政以抑制尊攘派并废除参觐

交代制度，幕府对各藩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

具有离心力的外样大名从开幕之初就威胁着幕府，他们的改革对幕府体系有

巨大的颠覆力。萨摩、长州、土佐等西南强藩无论在结构还是地理上都处于体系

的边缘，锁国体制的瓦解又让它们得以学习西方国家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1863

年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的战败和 1864 年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炮击长州藩下

关，使得萨、长二藩分别由主张公武合体和尊王攘夷转而主张开国倒幕以自强。

1866 年初萨摩藩与长州藩结盟，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② 长萨同盟的

共同利益就是倒幕。同年 7 月幕府发动第二次长州征伐，在萨摩藩的支持下长州

藩击退幕府军。年底，支持公武合体、反对倒幕的孝明天皇去世，加之 1867 年

初“四侯会议”后权力重构的失败，③ 使幕府对“公武合体”的尝试彻底失败。

合法崛起理论认为体系内会存在一个实力较弱但具有很强合法性的国际权

威，争霸国都会努力利用这个国际权威为其崛起为主导国而制造合法性。④ 西南

强藩便是以拥立天皇来进行倒幕，正如沙曼 ( J. C. Sharman) 强调的主导国权威

去合法化是等级衰落的关键。⑤ 1867 年 6 月，土佐藩提议幕府大政奉还，10 月

天皇向萨摩、长州两藩发布讨幕令，11 月幕府被迫大政奉还，但幕府实力仍然

261

世界政治研究( 2021 年第一辑 总第九辑)

①

②

③

④

⑤

威廉·比斯利: 《明治维新》，张光、汤金旭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1—
218 页。

亨利·基辛格: 《世界秩序》，第 344 页。
刘轩: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契约性》，《世界历史》2018 第 6 期，第 111 页。
周方银: 《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2 年第 6 期，第 4—34 页。
John M. Hobson and J. C. Sharman，“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

cial Logics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vol. 11，no. 1，2005，
pp. 91 － 92.



雄厚，各藩也持观望态度。丧失合法性的主导国会更坚决地采取强制手段维持等

级体系，① 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希望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通过 “公议政体”形

式重新掌握国家政权。② 因此新体系的建立必须依靠武力，这是彻底颠覆旧体系

的根本手段。1868 年 1 月占据京都的倒幕派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天

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为主力的倒幕

军在鸟羽—伏见之战中高挂象征天皇的御锦旗击败幕府军，5 月德川庆喜交出江

户城，幕府体系彻底瓦解。同年 11 月新政府军平定“奥羽越列藩同盟”，次年消

灭北海道的幕府残余势力，统一全国。

德川幕府体系的崩溃伴随着权力结构的重组和主导单位合法性的丧失，体系

内的次要单位同盟控制了最高合法性来源。而体系内变革者的主要目标是争夺优

势地位，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构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③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

( Samuel Huntington) 所言: “正是由于日本传统政体的相对复杂性才使得它得以

进行调整，顺应了潮流……幕府的覆灭并未导致日本政治秩序的崩溃，而是恢复

了天皇的权威”。④ 1869 年西南四藩提出 “版籍奉还”，1871 年明治政府凭借萨、

长、土三藩献兵的武力威慑颁布废藩置县废除领国制，⑤ 1879 年又侵吞琉球，体

系内所有独立单位最终消融进单一的主权国家之中。

五 结论

德川幕府体系的崩溃并非单纯因为幕府军事上的失败，而是体系外西方国家

带来的冲击所导致的。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必然要将处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

张最后一个环节的东亚纳入全球市场和殖民体系，因此幕府只能被迫开放国门。

开放国门后的体系内各单位重获与体系外单位进行外交权的自由。体系内外单元

的互动分解了原本为了限制等级制体系中各单位独立倾向的制度安排，只有单位

共有的合法性权威还在维持各单位在同一个规则框架内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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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德川幕府体系的构建和崩溃过程，我们发现主导单位基本特征的改变是

体系中最大的变化。阎学通认为，国际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

三个要素构成，至少两个要素的质变会导致体系的质变。① 幕府体系就是构建在

守护大名政权到战国大名政权、无政府状态到等级制的转换和合法性权威的转移

之上，可见等级制得以维持有赖于认可和强制机制的组合作用，② 权力与文化缺

一不可。③ 但是面对来自体系外的冲击，幕府作为体系内最强大的单位选择了与

其他单位分享权力以寻求支持，使得制度安排遭到破坏。强藩通过学习西方的富

国强兵改革形成的体系变革力量、主导单位丧失合法性以及各单位争夺权力的过

程导致了体系发生质变，幕府彻底丧失了对西南强藩、天皇和朝廷的控制。与德

川幕府体系继承了织田和丰臣体系的结构设计和制度安排不同，新的幕府未能建

立的原因是西南强藩之中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主导单位，各势力之间势均力敌，

而倒幕派藩士建立“天皇政治”和中央集权政府的理念最终压倒了强藩取代幕

府在体系内地位的欲望。西南强藩出身的上层武士成为现代军人，“藩阀”们继

续利用天皇的合法性长期把持朝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 世纪初日本的军国

主义道路是幕府时期军政合一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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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exploration of the Ancient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System

Zhao Xiao

［Abstract］ The Tokugawa shogunate system was an early East Asian regional or-

der system that coexisted with the tributary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hogunate system is a typical hierarchical

international system，including power structures，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concep-

tual structures. Structure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ts more stable，while legiti-

macy gives the system order. The concept of the Shogunate system is also slightly differ-

ent from the Shogunate-Han system and“Tycoon”diplomatic System，while closer to

the concept of“two-headed federal state”. The Tokugawa Shogunate not only inherited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Oda and Toyotomi systems，but also constructed a new power

structur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and shaped legitimacy in the structure，which

comple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ystem.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in-

terna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East Asia in the mid-to-late

19th period brought huge external shocks to the structure and legitimacy of the shogu-

nate system， and chang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units within the system

again. Ultimately，the unit's independence and contention for legitimacy led to the col-

lapse of the shogunate system，and each unit was melted into a single sovereig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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